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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中有颗“革命”的种子

王福三，1886年出生在马来西亚董里埠的一个华侨家庭，原籍广东花县（今广州市花都区）花东九湖乡米坳村。他乳名叫露福，因排行第三，亲戚朋友和邻里熟人都亲昵地称他为“福三”，于是“王福三”就成了他的大名。
1895年，9岁的王福三从马来西亚回到家乡米坳村，跟随父亲王五有出国前在家乡所娶的妻子一起生活。弟妹尚年幼，家中仅靠母亲种植番薯芋头、饲养家禽、编制草鞋来维持一家人的衣食。而远在马来西亚的父亲，三年中只寄回5元钱。农家中没有男劳力，又没有收入，可想而知，年幼的王福三和母亲、弟妹们在家乡的生活有多贫困。
随着弟弟妹妹渐渐长大，家中口粮日益紧缺，12岁的王福三只好终止在书塾读书，听从家人的安排，到天和墟保济堂中药店打工。由于粗通文字，工作又认真，仅仅几个月，年幼的王福三就从一名听人使唤的杂工，成为药店内熟记药名、熟知药物储存位置、熟悉配药和制药方法的药工。无奈的是，药工的收入微薄，不足以养家糊口。
穷则思变，脑袋灵活的王福三决定放弃打工，自己当老板，改行为“走四墟”的小贩，贩些芋头、粉葛、姜等农产品。他将农产品挑到邻近的市场卖。微薄的利润暂时改善了家中的困境，但是，农产品易腐烂不便保存，王福三每天起早贪黑，“路远赤脚踱，重担压肩痛”，一天下来人累得要死，但却本小利薄，赚不了多少钱。没过多久，王福三结束了自己的小贩生涯，重操旧业，在熟人的推荐之下，到南海平地乐善堂中药店当药工。
穷人孩子早当家，看着一家老小半饥不饱的生活，背井离乡打工的王福三十分焦心。他常常自责：家里这么穷，母亲弟妹吃不饱穿不暖，自己枉为男子汉！再加上时常目睹本乡土豪劣绅操纵“公尝”田产（祖上留下来没有分给个人的公共田地），鱼肉百姓，他十分气愤。为什么此等不公之事没有人主持公道？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眼看着家乡人民饱受战乱、饥荒、洪涝灾害之苦，年幼的王福三很痛苦，却又无能为力，于是他渐渐变得沉默寡言起来。这种“富者愈富，贫者愈贫”的不平等社会制度，令王福三十分反感。
当时农民想要租种地主的田地，必须先交批头押金，每亩约15元至20元，甚至30元。在缴纳田租的时候，还要向地主缴纳田信鸡两三只不等。还有各种霸王条款：种中等之上的田，都要拿上头金，田租是收成一半以上；甚至要签订“铁租”，即使遇上旱涝灾害颗粒无收，也要按签订的数量交租，对欠租的农民要没收批头押金，如果扣除批头押金还不够，就到欠租户家中“赶猪赶牛”用来抵租。如果租种的是“公尝”田，掌控“公尝”的豪绅就会罚全房人不能分“太公猪肉”……种种不公平条款，引起农民的公愤，农民和地主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。但缺乏领导的农民，敢怒不敢言，唯有逆来顺受。
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，“推翻旧制度”的革命浪潮震撼着青年王福三。为了庆祝革命爆发，他用买米的钱买了一串鞭炮来放。王福三十分上进，他经常跟一些人到广州听孙文演说，购买维新派的《时务报》，学习革命理念，他迫切希望改变社会现状。在南海药店当店员10年间，王福三每年都要回几次家乡探望亲人。由于思想进步、有见识，每次回家乡，乡亲有各种事情都喜欢向王福三请教。

成为乡村斗争中的农民领袖

1919年，已过而立之年的王福三有了担当和能力。他出谋划策，和乡亲们巧妙地从平山乡大地主刘寿朋手中夺回王氏宗族的山地。这一件惊动十里八乡的大好事，让王福三得到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敬佩，并迅速在农民中树立起了威望。
1920年，王福三和陈道周认识了农运领导人阮啸仙。当听到阮啸仙宣讲马克思主义时，王福三激动地说：“我以前是‘光眼盲’，到现在才算开眼看世界！”王福三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。从此以后，王福三、陈道周与阮啸仙、周其鉴、刘尔崧、杨匏安等人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。这一年冬天，王福三辞去了南海药店店员的工作，毅然回到家乡。他提出成立“九湖乡自治会”，并创办“九湖乡自卫农团”。把乡政权从土豪劣绅手里夺过来，将“公尝”收入全部用于农民福利事业之中。
“九湖乡自治会”逢初一、十五开会评议公私大小事务纠纷，推行“公尝”田、地主田减租一半。
那时的九湖乡，百姓的利益得到了保护，生活有了好的转变，男女老少都欢天喜地。王福三有胆略、有担当、有能力，赢得了九湖乡百姓的拥戴，成为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农民领袖。在花县农民运动兴起之际，中共广东支部先后派出党员干部阮啸仙、彭湃、黄学增、何友逖、苏南、韦启瑞、罗绮园、关元臧、韦健、陈汉元等同志来花县指导工作。
1923年，王福三同志由阮啸仙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为了便于与上级党组织及志同道合的人联络，王福三征得上级同意，与王礼芬、王良人等合股在广州天元街开了一间汉利蛋铺，还在家乡天和圩开了一间同兴杂货店。王福三利用店内来来往往的顾客进行掩护，让党内更多的秘密联络得以顺利进行。共产党员阮啸仙、周其鉴、陈道周、黄学增等同志，是汉利蛋铺和同兴杂货店内的常客。他们常常在此相聚，为花县党支部的成立，以及花县农民运动的发展壮大出谋划策。
1924年6月，中央农民部派出秘书彭湃同志和顾问弗兰克（德国人）前来花县指导工作，花县农民运动得到了新的发展。后来，一区的庆隆庄、黄麻饰、杨村、仙阁、陈庄，二区的曹家饰、龙田庄、岭屈、大东坊、大成庄、上古岭（即联安）、黄秀塘、黄竹湖、洛塘怖、朱坎湖，三区的火烧怖、广岭、莲塘、公益、石陂、横潭，四区的石岗头、罗洞等乡村，像雨后春笋般一个接一个出现了农会组织。为了适应运动的发展，全县能统一行动，陈道周、王福三等人着手在天和圩设立花县农民协会筹备处。
1924年10月19日，花县农民协会在九湖显承堂（王氏大宗祠）正式宣告成立。在花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上，代表们公推王福三、江汉如、侯立池、黄毅雄、陈炳辉、刘伯强、欧阳端、陈道周等为执行委员，并推选王福三为副执行委员长（正执行委员长暂缺）并兼任第二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。花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的照片，如今悬挂在中国国家博物馆“农民运动兴起”大厅的入口。大会上通过了二五减租（即允许地主出租土地，但须将原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），取消佃耕批头押金，取消田信鸡及送租苛例，取消一切不合理的摊派，一切权力属于农会，组织农民自卫军等决议，并制订《会员须知》作为会员行动纲领。成立农民自卫军后，王福三着手接管村内公有财产，增购枪支弹药，扩大农军，加强战斗力。从1923年秋开始到1924年10月，仅一年多时间，花县就组织了乡村农会几十个，参加农会的农户达13000多户，农民自卫军800多人。
1924年10月，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武装——商团，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，在广州发动军事政变。花县以江耀中、刘寿朋为首的劣绅成立“花县田主维持会”并组织了地主武装民团与农民协会作对，还以“花县田主维持会”的名义，召集番、花两县商团骨干，在平山均和书院召开秘密会议，密谋为配合商团行动，阻止北伐军从韶关撤回广州救援，即日派人在粤汉铁路新街站附近掘断路轨。
王福三通过秘密渠道探悉这个阴谋后，立即让自己14岁的妹妹王旺兴送信，向当时在花县检查农运工作的彭湃同志汇报，由彭湃同志亲自向中央两广区委会及省政府汇报。同时，王福三还派出农军保卫新街站附近的铁路。王福三及时送出情报，致使商团的反革命计划全部破产，挽救了全省的危险局面，受到了当时在中央两广区委会工作的周恩来同志的表扬。当时苏联顾问鲍罗廷与彭湃同志等前来花县会见王福三，并对花县的农运工作作了进一步的指示。

为农民利益而壮烈牺牲

声望日益高涨的王福三，从此成了土豪劣绅的眼中钉，他们暗悬花红900元买凶谋杀他。王福三得知后一笑置之，慷慨道：“为革命而死有什么可怕？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意义了。”
1925年1月18日一早，王福三、黄学增、何友逖等3位中共党员带领少数农军战士前往凤岭捉拿农会内奸王锦照。他们在回来时经过庙岭坳，被地主王障东发现并通风报信，遭到“花县田主维持会”的民团500多名匪徒的伏击。当时，王福三领导的农军只有20多人。闻讯后，元田农会卢福九带领50余人，县农会总部王世根、王礼芬率领70多人前来增援。农军英勇奋战，不断朝敌人开火，击毙、击伤了部分民团匪徒。在王福三的带领下农军奋力突围。
不幸的是，在突围中，王福三为了掩护上级共产党员黄学增、何友逖，左腿和腰部接连中弹。重伤后，他仍然不顾自身安危向追上来的敌人扔出了3颗手榴弹，奋力还击敌人。可就在这危急时刻，他的手枪突然被弹壳卡住了，从后面追上来的敌人乘机用石头砸碎了他的脑袋，王福三壮烈牺牲……对王福三恨到骨子的民团匪徒还割去了他的左耳，斩断了他的左手，残忍至极。而后，民团匪徒攻入元田村烧杀抢掠，搜捕黄学增、何友逖、陈道周等人，接着又扑向县农会。坚守在鱼笱庄的农军，得知王福三阵亡后，化悲痛为力量，最后击败了人数数倍于农军的民团。
王福三牺牲后，中共广东区委、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了彭湃、阮啸仙、韦启瑞等人赶来花县，和花县共产党支部、县农会、县农军负责人总结教训，慰问抚恤了烈士家属，协助农会对农军进行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，使大家确立革命必胜的信心，并要求解散“花县田主维持会”和民团，捉拿、惩办杀害王福三的主谋和凶手，赔偿受害者。在全省各地的声援和舆论的谴责以及农军的逼迫下，花县民团被迫赔偿农会损失，给王福三遗孤抚恤费2000元及治丧费800元，并由县长徐式度亲自给农会挂回招牌。
9月26日，在九湖乡召开了公葬王福三烈士的大会。由阮啸仙同志主祭，参加者有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宣传队、省农民协会人员，连同各乡农友共2000多人。会后，农军抬着烈士的棺材游行示威，绕各村庄圩场经40多里到达花县城，沿途散发传单及张贴标语。游行后，将烈士遗骨葬在花县城东垂帽岭（今文笔岭），墓碑上写着“为农民利益而牺牲者王福三烈士之墓”。事后，《花县惨案专号》出刊，向全国人民揭发敌人的破坏阴谋。为了武装农军，中央党部农民部长廖仲恺批准兵工厂售给花县农军步枪40余支，省府也赠予驳壳枪7支。在阮啸仙等人的指导支持下，花县的农友们更加团结，革命热情日益高涨。他们在花县党组织的领导下，踊跃参加农会、争当农军。到1926年参会人员数万户，农军数千，单是九湖、杨村、元田三乡的农军就有千余人。他们前赴后继，在王福三烈士未走完的道路上勇敢前进！
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花县在党的建立和大革命时期，王福三同志和早期的中共党员，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，他们是花县历史长河中最闪亮的星星。[image: 图片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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